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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礼制文化的实践画卷———代序
赵轶峰

克生先生著成《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》,三十余万字,分上、中、下

三编,分论“国家礼制与明代宫廷”、“国家礼制与明代官僚阶层”、“国家礼

制与地方社会”,各设专题三或四章,计有专论十一篇,因命为序。

中华素称礼仪之邦,自周代以降,举凡国家体制、法律法规、社会组织、

家庭关系、文化表现等等,都有礼的观念渗透。孔子称:“礼之用,和为贵。”

一种文化体系之内既含发达的礼制,则该文化必有对和睦、秩序的内在诉

求。因有和睦、秩序的诉求,故其文化、社会共同生活能够长久。有赖于礼

的文化,中华先民精神气质之认同感,气韵悠长,虽百经摧折而不消散,当

今人类世界乃有中华文明为中坚力量之一。故今人研究中华文明往昔经

历,不能不于盛衰往复、纷争扰攘之外,见此礼制文化基本精神。

礼学博大,礼制繁复。先贤往哲钻研此道,代有建树。然而传统时代

学者治礼,囿于礼学为经学之要,以经学家法治礼,难脱注疏、祖述、宪章习

气,每流于是古非今。今人治礼,得现代技术、生活、学术启迪熏陶,复易目

空古人,以为愚昧荒诞,百不如我。于知见古礼往昔时代功用、意蕴同时,

仍能洞察其时代特属性与文化积淀性之间,有若隐而著之关系,因而既以

深切之同情体察揭示其本旨,复能以严谨客观之精神分析论证其实践中之

复杂面相,身体力行而有成者,殊为难得,克生为其一焉。

由其书而窥其法,可知克生先生以史家之资治礼,取径端在“实践”二

字。礼学文本,汗牛充栋,或高言宏论,或精研微求,为中华文化一大渊薮。

然而如欲由中直接推想中华政治、社会生活之情态,则社会实际为少数“精

英”之理想境界所遮蔽,失离甚远。克生先生于辨章中外学术思潮基础上,

匠心独运,专取“礼仪—政治史、礼仪—社会史”为基本视角,考察礼制文化

在明代中国国家政治、社会生活实践层面的展开情状,方得贯通经史,将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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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化精神的探求、解读落实于政治、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,读者展读之

际,得以宏微并见、豁然开朗。治礼学、思想、文化者,由此可以参证其思于

有明一代礼制实践经验;治政治、社会历史者,也可由此激扬其学于礼制文

化之境界。如是佳惠学人,弥足称取。

有明之事,去今数百年,然而其史于清代为官方垄断,民间噤默,抵至

晚清,方才舒申。故明虽在清之先,其史之为普遍学问,几与清史同时展

开,复因清之晚近、牵连今事,关注必多,故声势若为其遮蔽。迄今中外明

史研究,大体以国家政治制度、事件、人物研究最多;社会经济结构、变迁研

究次之;社会史研究又次之;若思想、文化、学术研究之出于史家者,多不脱

以政治、经济为宗本之取向,其出于哲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者,则又多盘桓

于个别精警事项而少通明一代史事之体察。于此之际,克生所论,有别开

生面之意。

其论嘉靖议礼及庙制变革,由纷繁纠结之礼学与庙制争论中,展现嘉

靖帝借诸礼仪建构、强化本宗与本人皇位合法性的用意;其论明代帝后情

感生活与国家礼制兴革,凸显权力与礼仪之间相互定义之关系;其论宫廷

赐宴与宴礼,于表面官样文章之宫廷宴会之后,揭示出其界定庙堂等级秩

序、通君臣情曲、示朝廷尚好之符号寓意;其论宫廷礼仪与财政关系,提示

宫廷礼仪性开支之巨大有逾于兵事者。凡此诸篇,虽未覆盖庙堂礼制之全

貌,然已展示明代宫廷礼仪实践运作之基本貌相、核心内涵,甚乃内中

纠结。

其论国家礼制与官僚阶层之关系各篇,突破从社会共同地位与观念统

一性角度对官僚士大夫行为、心理做混一泛论之模式,由其礼仪位势错落、

忠孝实践冲突、守制收益与损失等实践场域情境之中,考察其抉择方式与

礼制运作之复杂性。可谓视角独特,发前人所未发。

其论国家礼制与地方社会关系各篇,首先由家礼图书之修订与传播,

查见明代士人主导的礼仪文化价值下渗民间之具体途径、方式;复由明代

乡饮酒礼、乡射礼的倡导与嬗变,揭示礼仪形态与礼仪身份对地方社会名

望地位之影响;再由明代乡贤、名宦祠祭之铺演,透视国家公权力与地方私

人利益间之互为作用;进而由明代义民旌表,审视国家道德伦理方式表彰

对于社会行为之导向意义。凡此种种,不仅将明代礼制研究从义理推究层

面,推向具体实践层面,且为突破明代国家与社会之两元对立误解提供了

详明例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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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以来,克生先生与我皆供职于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,

凡教学、研究、办会议、编刊物等等,无不相商共举,切磋琢磨之际,多有收

益,于其学术心志亦能得见一二,故敢不惴浅陋,有如上之言。然而克生受

业于著名明史专家张显清先生,前承吴晗先生学脉,后复在南开大学、厦门

大学、明尼苏达大学从中外名家研修,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,其量有不可臆

度者。是斯序也,一己之得耳。方家展读其书,更有所见,为可期许之事。

赵轶峰

2011年7月28日

3



导 论

根基于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所谓“三礼”的中国传统礼仪之学博大

精深,源远流长,它以考订名物、疏解字义、诠释经典等经学模式为学术特

点。时至近代,经学衰微,但三礼学研究仍保持着传统礼学笃实求真的传

统,无论在礼学文献整理、礼学思想研究还是在礼仪制度考述等方面,都有

宏丰的成果,涌现了一批礼学名家①。

在传统礼学继续发展的同时,礼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大

约从20世纪90年代,中外学界对礼仪(或仪式)研究的兴趣大增,不同学

术背景的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来审视礼仪。礼仪理论家凯瑟琳·贝尔

(CatherineBell)指出,近年来许多分支学科发现,礼仪(仪式)业已成为文

化分析新模式的重要焦点领域,除了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和宗教史家,还有

社会生物学家、哲学家及思想史家都趋向把“礼仪”看作研究人们构建或重

构世界的文化动力的一扇“窗口”,“礼仪研究”成为一种相对宽广和跨学科

的对话。礼仪不仅是人们理解更加复杂社会现象的一种工具,它同时还是

一种研究的目标、方法,在美国学界,礼仪研究甚至差不多还是一种学术

风格②。中外学术的激荡,使中国传统礼学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向,超

越礼仪本身,把礼仪当作一种研究视角的“礼仪—社会史”、“礼仪—政治

史”等研究模式开始兴起。于是,从礼仪切入王朝政治、思想学术、东亚

国际秩序、中外文化交流、宗族、地方社会等议题成为新时期礼学研究的热

1

①

②

详参王锷《三礼研究论著提要》(增订本),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;林庆彰《近二十年

台湾研究<三礼>成果之分析》,收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编《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》,中华书局

2006年版。

CatherineBell,RitualTheory,RitualPractice,OxfordUniversityPress,1992,p.3.



点①。这些色彩纷呈的成果犹如缕缕清风,使人耳目一新,也验证了贝尔所

说的礼仪“窗口”的学术魅力所在。对此,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(Nicolas

Standaert)在研究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史时深有体会:

选择礼仪作为视角的根本原因,是因为以前对中西文化交往、尤

其是对17世纪中国天主教的研究,一直聚焦于宗教教义和西方科学,

而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礼仪研究却被忽略了……(对礼仪的关注)使

得我们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中国中心的研究,而代之以一种关注文化互

动的新范式。②

有幸处在这样中外交汇、开放的学术背景之下,自然能受惠于中外时

贤的著述。他们的高论让我感受到礼仪研究大有可为,加深了我对礼仪内

涵、礼仪与权力、社会关系的理解。在我的认识中,礼仪首先是社会标准化

的、重复性的象征行为,它是有“意义”的文化模式。礼仪表达的象征就是

“礼义”,包括信仰和核心价值(如“孝道”)。礼义一般经由历史的积淀,并

为公众所熟知。因而,礼仪具有相当的独立性,礼仪与社会的关系是双向

的,礼仪既按照社会来塑造自身,也按照自身来塑造社会。这种关系就如

2

①

②

中国学者(包括港台学者)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:康乐《从西郊到南郊:国家祭典与北魏政

治》(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)、黄进兴《优入圣域:权力、信仰与正当性》(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
年版)、黄枝连《天朝礼治体系研究(上、中、下卷)》(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、1994年和

1995年版)、彭林《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)、何淑宜《明代士绅与

通俗文化———以丧葬礼俗为例的考察》(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0年印行)和《士人与儒礼:
元明时期祖先祭礼之研究》(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,2007年)、常建华《明代宗族研

究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)、郑振满、陈春声主编《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》(福建人民出版社

2003年版)、郭松义、定宜庄《清代民间婚书研究》(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)、林存阳《三礼馆:清代学

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》(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)等。
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礼仪研究的著作主要有:Ebrey,PatriciaBuckily,ConfucianismandFam-

ilyRitualsinImperialChina:aSocialHistoryof WritingaboutRites,PrincetonUniversity
Press,1991.Joseph McDermott.ed.,StateandCourtRitualinChina,CambridgeUniversity
Press,1999.NormanKutcher,MourninginLateImperialChina,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

1999.Watson,JamesL.&EvelynS.Rawskieds.,DeathRitualinLateImperialandModern
China,StanfordUniversityPress,2002.(美)何伟亚著、邓长春译《怀柔远人: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

礼仪冲突》(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);(日)井上彻著、钱杭译《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》
(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);金子修一、妹尾达彦等人关于汉唐时期皇帝祭祀、礼仪空间等研究,
收入(日)沟口雄三、小岛毅主编、孙歌等译《中国的思维世界》(凤凰出版传媒集团、江苏人民出版

社2006年版);(比利时)钟鸣旦著、张佳译《礼仪的交织: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》(上
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)等。

(比利时)钟鸣旦著、张佳译《礼仪的交织: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》,第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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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格尔茨(Geertz,C.)所说的文化模式内在的双重性①。

第二,在礼仪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上,我接受大卫·凯泽(DavidI.

Kertzer)的看法,礼仪对所有政治系统都重要,不论是传统社会,还是现代

工业社会,礼仪都会以多种方式服务于政治。政治的表达依赖象征,而不

是直接通过武力,即便物质性资源对政治进程至关重要,但它的作用与贡

献也是由礼仪通过象征的方式加以修饰。具体地说,礼仪有助于建立政治

组织、产生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,形塑人们对政治世界的认知②。日本学

者妹尾达彦曾这样总结国家礼仪的意义与机能:

国家礼仪(1)将宣扬宇宙秩序和地上秩序相对应的观念论,以生

动的形式视觉化;(2)是造成国民支持并促成统治正统化的重要手段;

(3)缓和、掩饰国家内部的对立,造成社会的统合。进而,礼仪的实施

(4)一方面产生同一集团内部的社会统合与协力,另方面对集团外部

采取排斥与暴力;(5)由于存在着统治者必须遵守的公共礼仪规范和

传统观念,因此礼仪也对统治权力自身必须施加一定的制约。③

妹尾达彦与大卫·凯泽的观点多有相通。妹尾达彦的观点无疑反映了他

们所持的“礼仪与政治系统的关系”的相关论断适合中国传统社会。妹尾

达彦还特别提到了礼仪对统治权力的规范,强调了礼仪自身的独立性。明

代的嘉靖皇帝就曾面对“生为帝统,死为庙统”的宗庙礼仪原则而无法将其

逝父兴献王入祀太庙,联系到这一史实,我们不得不承认妹尾达彦这一洞

见富于启发性。

第三,礼仪与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,这权力既可以是王权,也可以是日

常生活中的社会微观权力。就王权来说,不仅要注意礼仪对权力的规范、

礼仪对权力的修饰,更须注意礼仪对权力或权威的建构。近年来,随着文

化“建构主义”的盛行,一些学者提出典礼或仪式是建构君主制的一种手

段。如英国文化史家彼得·伯克以165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举行加冕礼

与涂圣油仪式为例,阐述礼仪对王权的意义:

3

①

②

③

(美)克利福德·格尔茨(Geertz,C.)著、韩莉译《文化的解释》,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,第

114页。

DavidI.Kertzer,Ritual,PoliticsandPower,YaleUniversityPress,1988.p.2,p.14.
(日)沟口雄三、小岛毅主编,孙歌等译《中国的思维世界》,第467页。



对建立不久的波旁王朝来说,加冕典礼的意义无疑是要表明其正统

性,将其同先前的国王———从克洛维到圣路易———联系在一起。加冕典

礼也确立了王权神授这一概念。我们可以说(当时的人们的确也这么说):

圣油使路易十四具有了基督形象,而加冕典礼则使他具有了神圣性。①

关于礼仪与王权的关系,伯克还提到一本对他自己有影响的书,即理

查德·沃特曼的《权力的场景》,该书研究了神话和仪式在俄国沙皇制形成

过程中的作用,它提出征服、家庭生活等各种场景,还有诸如加冕、婚礼、葬

礼、宗教游行等场景都可看作对权力的确认以及对国家团结的展示②。诸

如此类的典礼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,郊祀之礼是对“皇权神授”的确认,

每一次郊祀都是皇帝作为天子身份的展演。历史上,中国与周边诸国的关

系也是通过礼仪(宾礼)建构起来的。日本学者岩井茂树指出,制定这些礼

仪的目的不仅仅是接待蕃王和使者,而是为了体现以皇帝为顶点的天下统

治秩序,从而提示一个主客双方共存的礼治世界。明朝通过宾礼处理与番

夷诸国的关系,并将它们包括于“天下”之中③。总之,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

充分显示,以礼仪为视角来透视传统政治权力可以领略到不同的学术风

景:既可以看到权力包摄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层面,又可以看到礼仪在政治

社会中担当的高度建设性功能。

权力同样存在于日常生活中,家庭、社会群体充满权力,日常性的礼仪

规范也是充满权力因素的。比如传统社会对年轻妇女的控制常常是通过

礼仪等道德规范,按照科尔曼的定义,这些规范是一种分离性规范,它的建

立使年轻妇女受损,受益者则是男子及老年妇女。其原因在于社会内部权

力分配的不均衡,男子和老年妇女掌握更多的权力④。诺贝特·埃利亚斯

(NorbertElias)是西方新文化史的著名理论家,他对近代欧洲礼仪文明的

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曾以餐桌礼仪的文明化为例指出,礼仪不

是孤立产生的,它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。当人们注重“良好的行为”时,说

明人们互相之间“自我控制的社会压力”正在不断增加。“非常清楚的是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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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年刊》(2006年度)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。
(美)詹姆斯·S·科尔曼著、邓方译《社会理论的基础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,

第305—306页。



作为一种社会监督的方法,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温柔、非常周到的宫廷

式的指正具有更大的强制性,尤其是当这些话出自一个社会等级高的人之

口。用这种方法来训练人们养成一种长期习惯,比诽谤、嘲笑或用体罚作

为威胁更加行之有效。”①由此可以看出,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本身就是权力

关系的产物,那种细致入微的权力关系潜藏在仪式化的行为之下。

第四,礼仪有助于培养认同、塑造组织。对朱子家礼素有研究的伊佩

霞(PatriciaEbrey)提出仪式能够帮助模塑社会组织的理论。比如墓祭,在

一天之内共同拜祭久远祖先的习惯,有助于地方父系亲属成员间亲属群体

意识的培养②。是的,族墓作为拟人的符号象征,可视为一种“关系性的空

间”,共同祭祀提供了家族与个体存在的共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,个体依赖

共同的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。在这样的意义上,族墓等家族空间通过礼仪

活动成为家族的“互动环境”,即提供彼此共同在场的环境。经常性的礼仪

活动使家族成员可能经常性地相聚,生相亲爱,死相哀痛,即程颐所说“族

人每有吉凶嫁娶之类,更须相与为礼,使骨肉之意常相通”。“同宗共祖”的

归属感此时此地才有深切的体认,极有可能促进宗族的形成。社会理论家

科尔曼注意到,社会地位群体的出现不仅需要权力、财富,还需要礼仪。地

位群体不仅创造、遵奉礼仪规范,而且按同样的方式运用礼仪规范,表明自

己有别于地位较低的成员③。一定程度上,可以说礼仪造就了地位群体。

看看中国古代的国家礼典,帝王、公侯、士绅、庶民各有不同的礼仪,如果庶

民之家行公侯之礼,那就是僭越、违制。这种“人以礼分”实际上反映了礼

仪对身份认同的维护与塑造。

以上这些礼仪理论给了我从事明代“礼仪—政治史、礼仪—社会史”研

究的基本思路,礼仪视角突破了传统礼制史研究的原有范式,超越礼制文

本本身的限制,把礼制放在具体的政治、社会环境中,动态考察礼制的运作

和变动,建立起礼制与政治生活、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。下面我将介绍本

课题各部分具体内容,以及彼此之间内在的关联性。本课题共三编,分别

从宫廷、官僚阶层和地方社会三个不同层面揭示明代国家礼制与政治、社

会生活之间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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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编的主题是“国家礼制与明代宫廷”。

“家天下”的帝制时代,宫廷礼仪构成国家礼制的主体,大凡郊庙、社

稷、陵寝的祭祀,册封、册立、冠婚、宴享、上尊号徽号、朝会、朝贡等国家礼

仪,无不以宫廷为中心。宫廷又是权力的核心,皇位更替、后妃册封等无不

牵涉到权力,国家礼制与宫廷的关系首先体现为礼制与权力的关系。《明

代的藩王继统与庙制变革》一文以永乐、嘉靖两位藩王出身的皇帝对宗庙

庙制的变革为主线,探讨国家礼制与宫廷权力更迭之间的内在关系。我们

知道,国家宗庙实际上是一朝帝系的象征,由于宗法与皇位继承制的交织,

明代宗庙的帝系传承原本是大宗的承继,而藩王以小宗继承大统,势必要

引起宗庙之制的变革,从而重构帝系。永乐帝以武力篡位,故要迁出兴宗

(朱标),排斥建文,声称太祖嫡传,俨然大宗。嘉靖帝以堂弟身份援《皇明

祖训》“兄终弟及”的嫡传原则而继承大统,故要推尊其父兴献王,使孝宗与

兴献王为“兄终弟及”,从而说明嘉靖皇位乃兴献嫡传。永乐帝采取的是

“减法”,竭力抹除建文一系的影响,以便直接太祖之大统;嘉靖帝采取的是

“加法”,曲尽心机使兴献王称皇、称帝,称宗入庙。方法虽异,目的相同,都

是利用庙制变革为皇权继承的合法性作论证。这篇文章中,礼仪的建构性

达到了充分展示。《明代帝后情感生活与国家礼制兴革》虽然谈生活在宫

廷中的后妃(包括皇太后)与皇帝之间的情感如何影响丧礼、册宝、内殿祭

祀、高禖祭祀等国家礼制,但其中仍论述了后妃权力身份藉由礼仪而得以

确立,礼仪反映后妃权力地位的变化,突出权力与礼仪之间的相互定义。

《饮食与政治:明代宫廷的赐宴与宴礼》表达的是,仪式化的饮食通过

宫廷这个特殊平台将发挥怎样的作用。赐宴与宴礼极具象征性,皇帝始终

处于宴会、宴礼的核心,皇帝的权威处处凸现,因此,通过宴会礼仪界定了

皇权体系内的等级化和秩序化。

朱熹曾说:“盖君臣之分,以严为主;朝廷之礼,以敬为主。然一于严

敬,则情或不通,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。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,而制为燕飨

之礼,以通上下之情。”明朝皇帝通过赐予臣僚筵宴或食物,施以恩惠,既促

进了君臣间的交流,更加强了皇帝对臣下的控制。

此外,还应当注意赐宴和宴礼具有其他的政治作用:上、下马宴可以抚

慰远使、怀柔四夷。社稷、亲蚕礼之后的赐宴,实际上强调了农业帝国一贯

的“重农固本”的治国理念。翰林院学士、孔颜孟三氏子孙受到的礼遇,表

达了国家重文崇儒的方针。而赐宴高年耆老,则可以使民知尊长养老,而

6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后入孝弟。一些捐财尚义的“义民”受赐筵宴,推助了乐善好施的社会风

气。可以说酒食之外有深意,这种深意应当在礼仪与政治、社会的关系中

去寻找。

在这一主题中,《明代宫廷礼仪与财政》与前三篇文章稍有不同,不是

谈礼仪的象征与权力构建,而是以礼仪为视角,对非生产性的宫廷礼仪开

支作较为宏阔的观察,探讨国家礼制与财政的关系。备物成礼,举行礼仪

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。仪物的多少、高下、大小各随其宜,这种由于礼仪

的等级性而形成的仪物的差等性,一直是千年恒守的礼仪传统。明代宫廷

礼仪的主体是包括皇帝、后妃、太子、诸王子等帝国之内身份最尊崇的一群

人,他们高贵的皇族身份在礼仪上表现为繁复、宏大、富丽堂皇的特点,由

此而引起的礼仪开支自然十分浩大。大致而言,这些礼仪开支主要包括:

庙坛、寝陵之类的土木建设与维护之费,礼仪活动所需各种用具、首饰、袍

服等造办之费,重大礼仪的赏赐之费等方面。由于“家国一体”,宫廷礼仪

就是国家礼仪,宫廷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的界限模糊,宫廷礼仪开支也就

是国家财政开支。该文在分析礼仪开支具体内容的基础上,提出“高频度”

的宫廷礼仪活动将可能导致国家财政危机,正德、嘉靖、万历的历史都证明

了这种非理性的宫廷礼仪之害有时甚于兵祸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宫廷礼仪是国家礼仪制度体系的核心,对这一主题本

应该有更多的研究,由于笔者此前曾出版了《明代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革》

一书,对主要几种宫廷礼仪都曾论及,故不再安排过多的篇幅。

中篇的主题是“国家礼制与明代官僚阶层”。

所论对象发生了从宫廷到官场,从皇帝、后妃等皇室成员到官僚阶层

的转移。与官僚阶层有关的礼仪制度的存在状态,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,

有些礼制显而易见,独立发挥影响,如官员相见礼、朝参礼等;有些礼制隐

而不彰,它们与其他制度结合在一起,共同影响各级官员们的生活,如丧服

礼制与给假制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丁忧制度,祭礼与给假制度结合在一起形

成展墓制度。《明代中后期官礼变动与官礼之争》试图以朝参、品官相见礼

为中心,探讨明代中后期由于政局变动,引起官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

权力升降,打破明初以“品级为序”和“衙门次第”为基调的官礼体系,“论官

不论品”的非正式官礼开始流行官场,结果是,明代官场僭礼之风盛行,官

员争礼事件不断。明代的官礼变动与官礼之争生动地显示了权力与礼仪

之间的表里互动。《明代文官的省亲与展墓》以具有仪式化特征的明代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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僚省亲、展墓等活动,揭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“寓教于政”的传统,以及公

私、忠孝观念是如何在政治体制中进行协调的。

建立在丧服礼制和其他政、刑制度基础上的丁忧制度,以文官居丧守

制这种具有仪式化的行为来推广孝道、培养对皇权的忠诚。《丧服制度与

明代文官的丁忧、夺情和匿丧》论述明代文官群体面对丧服制度这一国家

礼制时的三种选择,即匿丧、营求夺情和去职守丧,每一种选择都是当事者

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理性行为。明朝政府对文官丁忧守制的一系列礼法

规定,既是丁忧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也是它存在的前提和保证,对文

官群体具有普遍性的约束力。但明代丁忧制度在运行时,文官作为服从

者,往往有自主性的目标要求,也就是说,他们有基于自己得失计算的不同

“服从方式”。由于居丧守制的巨大损失,有些低级文官和一些被罢职的官

员受眼前利益左右,往往甘冒风险,违法匿丧。但明代对匿丧法律惩处的

严厉性影响了人们选择匿丧的潜在预期收益。匿丧而致的高成本、高风

险,使人们觉得匿丧得不偿失,这有助于守制风气的形成。还有人既不愿

守制,也不愿冒险匿丧,只好另谋投机之阶,于是营求夺情。实际上,这样

的机会只属于一些中高级官员和皇帝身边的倖臣。即便如此,如张居正等

显赫一时的大臣,虽有皇帝特许可以不居丧守制,仍然难逃伦理的责难。

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,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规避风险,选择可预期的收益:守

制服阕后的复职、丧假的闲暇、家居的天伦之乐等。透过这些现象,可以看

到国家礼制是如何与明代文官的仕途、经济收入、情感生活等发生直接的

关联。

下编的主题是“国家礼制与地方社会”。

对于地方社会,影响最大的礼仪就是朱子《家礼》。永乐时,《朱子家

礼》被收入《性理大全》,刊布天下。《朱子家礼》由宋元以来士人之间私相

传授的家礼书转变为“官修”的国家礼典。无论是官绅“以礼化民”,还是庶

民“以礼联宗造族”,都离不开朱子《家礼》。《修书、刻图与观礼:明代地方

社会的家礼传播》考察了朱子《家礼》在地方社会传播的多渠道、多层级:既

有官方倡导,也有民间自为;既有礼书、礼图等文本形式,亦有士人示范、指

导等非文本形式。该文利用现存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,结合明代地方志和

文集资料,围绕礼书、礼图和演礼观习等家礼传播途径,揭示了家礼知识是

如何“下渗”民间的。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以士人为主导、以学校为中

心、以执礼为目标、以民间为指向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社会礼仪化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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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家而入乡,乡有乡礼。《乡饮酒礼与乡射礼:明代国家礼制的地方回

应》首先从制度和社会实态两个方面,对明代乡饮酒礼的社会意义、历史演

进等方面作了基本梳理,特别注意到地方社会有些人对“大宾”身份的追

求,表明礼仪的象征意义可以确认或转换为具有地方性影响的名望、身份。

接着论述了乡射礼在明代经历了“重射艺”到“重教化”的功能嬗变。明代

乡饮酒礼、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,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志、地方态度与士人

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。地方社会除了上述的乡饮酒礼、乡射礼,还有许

多公共祠庙,祠庙祭祀虽不尽属于国家礼仪,但通常情况下,如乡贤祠与名

宦祠、生祠的建立都要得到朝廷或地方政府的批准,其祭礼可视为国家礼

仪。《明代地方的公共祠庙:以乡贤祠与名宦祠、生祠为中心》就是要探讨

这些地方公共祠庙在地方的意义,一方面它们具有崇德报功、教化民众的

社会教育功能,另一方面,这些祠庙祭祀的象征意义常常被滥用,如同乡饮

酒礼“大宾”身份,充当了构建私人名望的一种手段。这种国家礼仪在地方

社会的“走样”,其实也是一种回应。

旌表主要是一种通过树坊、赐匾等形式给予道德表彰的礼仪制度。

《义民旌表: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》一文研究了旌表礼制的其中一种形

式,即义民旌表,考察了义民旌表如何被用于地方灾荒救济。从明代的经

验看,义民旌表在充实地方仓廪、灾荒赈济、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发

挥了积极作用。义民旌表主要是用道德表扬的形式来奖劝、酬答富民的仗

义疏财,因此,明后期“保富论”的兴起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综合三编的内容,一些共性的东西需要圈点如下:(1)以礼仪为视角,

着墨于国家礼制与明代社会之间的双重影响,突破了传统礼制史研究原有

范式,代之以“礼仪—社会史”、“礼仪—政治史”等研究模式。由此提出,明

代国家礼制与政治、社会之间的关系应当双向考察,政治、社会按照自身要

求来制定国家礼制,国家礼制也按照自身的逻辑来规范政治、社会。(2)把

“新文化史”强调的“文化的建构主义”理论运用到明代国家礼制的研究上,

注重礼仪对权力的塑造。(3)揭示了礼仪和法律及其他政治制度结合,使

礼仪既有文化的弹性,又有制度的刚性,对明代各阶层的政治、社会生活产

生广泛的影响,上自皇帝后妃,下及士绅、庶民,都受其约束,有助于理解传

统中国的礼法结合的文化传统。(4)明确指出,礼仪活动是一种政治、文化

行为,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行为,牵涉到公共祠田、采办、营造、差役等方面。

“礼仪经济”作为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,将有助于从经济方面理解礼仪,也

9



将有助于从礼仪的角度透视经济。

最后,我想说的是:这些文字是近几年陆续写成,当初并没有刻意按照

某一主题去规划,到我想给自己的阶段性成果做一个总结时,忽然发现这

些文字之间脉络相通,有迹可循,集结成册,也是很自然的事。不久,我持

之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,得到专家的认可,也增加了我一点

自信。藏之私匣,不如公之于众,若能得到一二方家的指正,则大幸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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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编:国家礼制与明代宫廷

●明代的藩王继统与庙制变革

●明代帝后情感生活与国家礼制兴革

●饮食与政治:明代宫廷赐宴与宴礼

●明代宫廷礼仪与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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